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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魏晋以来儒学的存在状况

东汉末期，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。经学

中天人合一、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走到了尽头，以章句训诂

为主的繁琐经学哀落了。与此同时，各种社会思潮纷相竞起。

在汉末各种社会思潮中，以名法思想及黄老思想的复归为主流，

形成社会批判思潮，其着眼点为拯救时弊，即汉末社会政治生活

中出现的危机，儒学作为长期以来政治指导思想却无所作为，当

时之有识之士便援引名法及黄老思想补充儒学之足，企图整饬

政治。

新思潮一发便不可收拾，名法思想及黄老思想沿其内部逻

辑演进，发展成名理思潮之玄学思潮，并迅速发展成为魏晋时代

之主流思潮。玄学在发展过程中又与外来学术佛学相结合，不

仅推动了佛教及佛学的发展，也使得玄学本身佛学化。相对而

言，儒学的发展则进入一低谷时期。这一时期儒学所表现的特

点是：儒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，儒学其独尊状况虽然受到

冲击，然而仍然保持了正统地位，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学学术形式

自汉末哀落以来，魏晋时仍然不振。其表现为：首先，经学不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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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学校，失去了学术中心地方及士大夫们所重视，官方经学

位，一衰再衰；其次，两汉以来标志经学兴盛的师说传承、家法林

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，各种师说、家法丧失殆尽，经学传承苟延

残喘，不绝如缕；再次，玄学与佛学的崛起，冲击儒学经学传统，

玄学经学是对旧经学的反动。

经学虽然衰落不堪，但其作为官方正统学术的地位得到保

持，在冲击与曲折中寻求发展。首先，经学以章句注疏的形式在

学术上依然传承不断；其次，逐步肃清了谶纬神学的影响，向理

性方向发展；再次，魏晋时期经学著作间有所出，在内容上有所

创新与突破，显示出经学内部寻求发展的尝试与努力。

玄学是魏晋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潮，在社会、政治、学术

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意义深远。玄学的产生为中国传统思想增添

了新的内容。玄学以《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为主要研习经典，在

思想上突破了许多旧的传统，树立了本体论的新理论，在中国哲

学发展、思维演进方面，取得很大发展。然而在玄学思想体系

中，仍然尊孔子为圣人，为最高之理想人格，也无法否定儒家之

纲常名教思想，而是企图调和其所崇尚的自然与儒家名教的关

系，证明名教的合理性。由此可见，魏晋时期思想界的大变动、

大调整，并没有动摇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，儒学的基本观念仍然

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影响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。

第一节　　　　经学的危机与哀落

东汉后期，儒家经学开始显现出哀落迹象。在经学内部，自

汉武帝表彰五经、确立其独尊地位后，经学迅速发展，同时也积

累了一系列问题。东汉时期经学自身的问题日益突出，表现为



第 3 页

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经学的谶纬神学化。谶纬之学自王莽及光

武帝的宣传利用后，迅速蔓延，也影响了经学，导 纬化，致经学

使得经学中充斥着各种迷信、怪异、神秘的内容，进而将经学庸

俗化。第二，经学的繁琐化。汉代经学株守师说家法，代代传

业，形成枝叶滋蔓、章句繁琐的状况，动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。

繁琐的章句 估之学，势必导致经学整体上的支离破碎，而造成

学者“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” ，即所谓“皓首穷经”的困

难局面。第三，经学的歧义化。汉代经学重师说家法，一经有数

家之分，一家又有数说，学者严守门户。而章句繁琐，支离破碎，

所谓“章句小儒，破碎大道”，不能统其大意，在一经中各家师说

家法纷异，经学严重歧义化，在理论上无法贯通。由此可见，经

学在其发展的繁盛中，自身内部已经孕育着危机。汉代经学的

以上发展倾向，使得经学日益脱离实际，自身的发展受到阻碍，

找不到其进展之路与发展方向。

同时，汉代官方经学也显示出衰落之态。自汉武帝置太学，

立五经博士，教授学生，以经学取士以来，官学的发展高潮迭起。

经学各家师说争入官学，博士名额也一增再增，东汉时达十四

家。太学生队伍不断扩大，由汉武帝初置时的五十人，逐步增加

至东汉顺帝时的三万人。可见官学经学发展之盛，其规模一扩

再扩。并且，太学形成经学之学术中心，国家尊崇官学，在太学

中领众教授之博士，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很高，导致汉代时各家

师说争入太学，有志少年也往往游学太学，形成太学在全国经学

中的学术中心与领导地位。但到东汉末期，官学开始哀落，史

载“：自安帝览政，薄于艺文，博士倚席不讲，朋徒相视怠散。”顺

《汉书》卷 艺文志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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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时学虽增盛“，而章句渐疏，多以浮华相尚，儒者之风衰矣。”

官学的衰落是经学发展内部危机的表现，同时也是官学自

身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在官学繁盛的表面之下，一个重要的动机

是利禄的诱引。朝延以官禄而劝学，民众以利禄而习经，官学成

为登进荣显之阶梯。因此“，儒之途通，而其道亡”。太学生不以

道德修养、砥励志尚为习经之目的，而志在仕途之显贵。东汉末

期太学生虽增盛至三万人，而不能以学业为务，只是朋党交结，

浮华相尚。官学的变质使得不仅没有发展前途，而且脆弱不堪，

一遇变故，便颓然而溃。在东汉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，官学更

是受到重创，从此一蹶不振。

在儒学外部，汉末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，冲击儒学独尊地

位，造成儒学统治的危机。东汉末年，外戚干政，宦官专权，皇权

失驭，朝政日趋颓败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得不到解决。面对

如此腐败的政治现实，西汉以来以天人感应、灾异天谴学说为主

的经学思想一筹莫展，其所宣扬之谶纬、灾异得不到验证和实

现，无法对现实社会政治矛盾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。于是

在士大夫阶层中，一些忧国忧民之人，试图从儒学外部来寻找能

拯救时弊的方法和理论，来弥补儒学不足。王充、桓谭、扬雄、王

符、崔寔、仲长统等人都著书立说，批判现实政治，形成汉末社会

批判思潮。在他们的著作中，严厉批判了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

神学思想，揭露了谶纬神学之荒谬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们大多借

用了黄老、名法思想来充实改造儒学，于是揭开了魏晋南北朝学

术大变革、大发展的序幕，从而使传统的章句注疏式的旧经学更

加衰落。

《后汉书》卷 儒林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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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以名教治天下，在官吏选举中以察举和征辟为主，以经

明行修的儒学名教来评判取士。但在东汉末年，名教之治发生

动摇，朝纲颓弛、政治日益腐败，名教不能维系人心，选举名不符

实。因而，乡闾清议的人物批评开始受到重视。在清议的推动

下，品评人物、循名则实的名学发展起来，清议逐渐转向清谈，其

内容由品评人物转向名理之学再转为玄学清谈，于是名理思潮、

玄学勃兴，士大夫们的兴趣日益转向新学，这也导致了传统经学

的衰落。

太魏晋时期经学衰落的趋势没有改变，汉末时期官学

学受到打击后一蹶不振，私学的教授传承仍在继续。郑玄遍注

群经，兼采名家之说，融通古文、今文之学，打破了师说家法门户

标立、各不相通的局面。郑玄遂成为一代大儒，由此而出现的郑

学成为汉末到魏晋经学的圭臬，而其他各家师说家法式微，至魏

晋后丧失殆尽。

魏晋时期，《易》学发达，然而汉代立于官学的施氏（施雠）、

孟氏（孟喜）、梁丘氏（梁丘贺）、京氏（京房）之《易》传习甚少，日

益失传。梁丘、孟氏之《易》亡于西晋。孟氏、京氏之《易》学，到

南北朝时期亦是有书无师。汉代流行民间的费氏《易》，汉末较

盛，马融传其学，后授郑玄，郑玄作《易注》；苟爽又作《易传》，曹

魏时王肃、王弼并为之注；费氏《易》而成为魏晋《易》学之主本。

其中二者的区别为：郑玄之《易注》，仍株守汉代象数《易》学之特

色；而王弼则承扬魏晋学术之变迁，成就《易》之义理化、玄学化

的新学 玄学经学。其他汉代各家师说尽亡。

汉时《尚书》有欧阳氏（欧阳高）、大小夏侯（夏侯胜为大、夏

侯建为小）三家并立官学。孔安国所述之《尚书古文》之学并未

立官学。但后郑玄为《尚书古文》作注，杂以今文，并非仅为孔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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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旧文，一时盛行。至西晋永嘉之乱，欧阳、大小夏侯《尚书》并

亡。东晋时，梅赜献伪孔安国古文《尚书》。至南北朝世所行《尚

书》，北方以郑玄注为主，南方仍以伪孔安国旧传为宗，其他师说

绝亡。

汉代《诗》有：《鲁诗》，鲁人申公，受《诗》于浮丘伯，而作训

诂；《齐诗》， 韩诗》，燕人韩婴所传，三家齐人辕固生所传《诗》

并立于官学。另有《毛诗》传承于民间，至汉末《毛诗》兴盛，郑玄

作《作诗笺》。《齐诗》亡于曹魏，《鲁诗》亡于西晋，《韩诗》魏晋至

南北朝时虽存而无师传，只有《毛诗郑笺》魏晋时留存传承。

《礼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发达。汉时，大戴《戴德》、小

戴（戴圣）、庆氏（庆普）三家并立学官。又有《周官》于王莽时，刘

歆始置博士。汉末马融传小戴《礼记》，又有所编定，同时作《周

官传》。郑玄受业于马融，郑玄作《周官注》及《小戴礼记注》，并

注《仪礼》十七卷。魏晋时，《礼》学大盛，均以郑玄之学为宗，而

其他师说家法并多散亡，或无师传。

东汉时《春秋》之学，《公羊》有严氏、颜氏两家之学与《榖梁》

三家并立于学官，而《左氏春秋》则流行于民间。汉末，何林作

《公羊解说》在魏晋时流行于北方。《左氏春秋》汉末有贾逵、服

虔并为训注，服虔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流行北方。西晋时，杜预

著《左氏集解》，至东晋在南朝流行于工。东晋时范宁还撰有《春

秋 梁传集解》。但总体来说，魏晋时期惟有《左传》师传习读较

盛，《公羊》 榖梁》少有能通其义者。

《孝经》在汉代有古、今学之分，后孔安国为古文《孝经》作

传，郑众、马融并为之注，相传亦有郑玄之注本。孔安国注本亡

于南朝梁时。

《论语》汉代有《齐论》与《鲁论》之说，后又有古文《论语》，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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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国为之作传。郑玄以《鲁论》之《张侯论》（张禹所删定之本）为

本，参考《齐论》和古文《论语》而为之注。曹魏时何晏又作《论语

集解》，《齐论》遂亡。南北朝时，郑玄注流行于北方，何晏注流行

。于南方，其他师说殆尽

由上可见，汉末至魏晋以来，经学师承虽传延不断，然而汉

代以来师说纷立的局面彻底结束，各家学说纷纷走向衰微之路，

灭绝殆尽。许多连本而亡，少量留存者有书无师。世所传承者

以汉末之郑玄学说为主，杂以魏晋新出之注。然而无论在数量

上，还是在传授规模、习经人数上都大大下降，无法与汉代相比。

因而，经学的衰落不待自明。

自东汉末年官学太学受到党锢之祸重创后，一蹶不振。魏

晋时，学校式微的状况一直得不到扭转，在整个魏晋北朝时期，

官学是一衰再衰，以至学术中心也由官学转移至私学。特别是

魏晋时期，士族门阀开始形成，世家大族重视家学传承，学术转

入家内。官学成为统治者徒应故事、附会正统之工具。往往在

王朝初建时，建学置博士，以象征其正统所在，但不能坚持，一遇

变故，就废而不存。朝廷既不重视，当然也无劝学奖掖之举措。

此非登进之途，士大夫亦不以经学为务，学校不兴，当在情理之

中。

如曹魏时立太学置五经博士，然而却是“太学初立，有博士

十余人，学多褊狭，又不熟悉，略不亲教，备员而已。” 可见太

学虽立，而博士粗鄙、生徒不精、学业不劝，徒具文饰作用，因而

经学自然不振。此后，西晋武帝于咸宁四年（ 立国子学，晋

以上均参考《隋书》卷 《经籍一》

《三国志》卷 《杜畿传》，裴注引《魏略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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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学校分国子学与太学两级以别贵贱，置博士十九人，教授生

徒。然而西晋世风专以玄学清谈为时尚，劝学之举亦有名无实。

永嘉之乱，晋室南渡，学校更是废弛不修，经业亦不能振兴。官

学的衰落不振、不受重视，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儒家经学衰落不

振的状况。

同时，魏晋也是一个学术变迁的时代。这一时期，玄学开始

发展兴盛起来，这为中国思想学术增添了新的内容。但玄学的

兴盛也造成了儒学经学的危机与衰落的加深，因为从根本上说，

玄学是对汉代以来繁琐章句经学的反动，因而对这一时期传统

儒家经学发展的冲击与影响十分巨大。

玄学之发端，一方面起自经学内部《易》学的发展变迁。汉

末《易》学的发展中出现言性与天道、注重义理研究的《易》学“新

经义”派，即荆州学派，以宋忠《易》学为代表，另有虞翻、苟爽等。

有别于旧的汉代传统的象数之学，他们喜张异议，删芟繁重，是

东汉以来新学之发端。王弼之学与荆州之学有着密切关系，是

。新学之延展

另一方面，汉末之清议，即人物品评之学于汉魏时形成名理

思潮。名理之学，品评辨别人物，要求循名则实，改变汉末选举

名不副实之状况，并破除一些刻情修容、伪行沽名的虚伪人物，

因而识鉴人物极其精微。识鉴人物要求不以形貌皮相而在得其

神理，遂成为只可意会不能言宣之体识，因而言意之辨起于识

鉴，而玄学系统的建立有赖于此 。这样，清议遂发展为清谈，

助长了玄学理论之发展。

汤用彤：《魏晋玄学论稿》，人民出版社， 年，

汤用彤：《魏晋玄学论稿》，人民出版社， 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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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学以研习《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为主，总称三玄。讨论本

末、有无、体用问题。王弼通过注《易》，建立起本体论，这比之汉

代宇宙构成论在哲学思辨上迈进一步，取得了发展。然而玄学

重天道性命，其研习经典，大异于经学，对传统儒家经学无疑是

一打击。玄学还重抽象的玄理，对儒学中的主要内容伦理道德、

纲常名教则视为末端，因而不受重视。儒家经典亦遭轻视，史

载：

“（荀）粲诸兄并以儒术议论，而粲独好道，常以为子贡称夫

子之言，性与天道不可得闻，然而六籍虽存，固圣人之糠秕。”

这种玄风盛行、注重天道性命，而以儒家典籍六经为圣人之

糠秕、先王之陈迹的看法和倾向，真实地体现出魏晋时代玄学兴

盛及对儒家经学的冲击。

玄学对世人思想观念上的冲击亦十分巨大。这一时期，士

人思想解放，自由主义、浪漫主义高涨。他们不遵守儒家礼法，

性率任达，狂简放荡，与汉代士人经明修行、以儒家名教礼法为

行为准则来博取名声的情形大相径庭，形成强烈对比。魏晋士

人不仅行为放荡，而且在学术生活中喜尚清谈、讨论玄学名理诸

问题。在政治生活中，不以世务婴心，鄙视实际政治事务，专以

清谈高论为尚。士人之清谈聚会、通脱放达之事在《世说新语》

中俯恰皆是。可见，玄风畅演对人们观念心态影响巨大，在思想

上冲破了旧学之樊篱，形成一时之思想解放运动，对汉代以来儒

家之名教思想统治提出挑战，使儒学的统治地位出现危机。

《三国志》卷 荀或传》，裴注引何劭《荀粲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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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　　　经学的变迁与发展

魏晋时代玄学的产生与发展，虽然使得自汉末始衰的经学

更趋势衰落，然而，汉代旧经学传统的巨大影响仍然存在，儒学

经学仍保持传延不绝，并间有新作出世，处于缓慢发展及选择调

整过程中。经学的玄学化，即玄学经学，就是儒学在发展过程

中，在理论上探索向义理化方向发展的尝试，是儒家经学调适发

展的表现。

汉末，官学经学衰落，各家师说式微，但民间私学讲授仍然

有所发展。郑玄作为汉末经学大师，兼采今、古文之学，参合融

通各家师说，遍注群经，蔚为大家，成就了其一代宗师之经学学

术权威地位，自魏晋至隋唐，经学无不受其影响。因而在魏晋时

期，在经学发展上，依然以郑玄学为宗，郑学被习经者奉为圭臬，

形成经学主流。然而就在这种形势下，仍然有人敢于挑战权威，

树立新义，这就是王肃。这在客观结果上，推动了经学的发展。

一、王肃及其经学

王肃为曹魏司空王朗之子，他不但通经，还著有《易传》，史

载，王肃“善贾（逵）、马（融）之学⋯⋯采会同异，为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

《论语》、《三礼》、《左氏》解。”王肃遍注群经，企图建立自己的

经学权威。其经学的特点，首先是以贾逵、马融之古文经学为

本，综合郑玄之学及兼采古文、今文，为混淆家法、打破师说之综

合经学。其次，王肃经学十分注重礼学，这与时代正好和拍，是

《三国志》卷 《王朗传附王肃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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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阀士族势力发展的反映。再者，王肃经学还注重义理，他借重

《易》、《老》，引道人儒，经弥补传统经学对哲理探求之不足，这也

是王肃经学明显之时代烙印。最后，王肃为树立自己经学权威

的地位，还伪造了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孔丛子》、《圣证论》等书，为自己

。的经学立论提供根据

王肃经学的出世，就引起经学史上著名的“王郑之争”。这

场争论不仅是在学术上注经水平及正确与否的较量，而更多地

渗入了魏晋禅代之际，司马氏与曹氏的政治斗争内容，成为他们

争权之思想工具。因此在西晋时，王肃之学兴盛一时，被立于学

官。然而，到东晋时，除《易》为王弼所注外，其余国学所立，均为

郑玄之学。在北方，由于西晋政权的瓦解，从十六国至北朝，郑

学一直为经学主流。“王郑之争”最终结果是郑学压倒王学。之

所以有如此的结果，其主要原因在于，王郑之争是训诂章句之学

内部的斗争，王肃之学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创新，但其治

经之方法与郑学无异，并没有突破章句注疏之学旧体，没有能够

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，其成果只能是对郑玄经学的修正与补充，

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，因而王肃经学最终不能够战胜郑玄经学。

王肃经学的意义在于，首先，推动了儒家经学的发展。王肃

遍注群经，挑战郑学，在学术界形成对经学的辩论，推动经学研

究之新高潮，这无疑有利于经学的发展有利于经义的贯通。其

次，王肃经学在某些具体问题上，订正、修改了郑玄经学的错误

与疏漏。如在圆丘与郊祭的关系上，郑玄认为是祭昊天于圆丘，

祭上帝于南郊，同样方丘、北郊也分为二祭。王肃则认为，圆丘、

章权才：《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 年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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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祭同为祭天，实为一也。方丘与北郊祭地祗亦为一也。西晋

及东晋南朝祭祀制度即采用王肃之说，显然王肃之说较为妥当。

再次，王肃经学中重义理的倾向，是对传统汉代经学向理论化、

义理化方向发展所进行的新的探索，虽然其影响十分微弱。但

对于传统经学的发展，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。

二、杜预及其经学

西晋时，杜预对《左氏春秋》的撰述，是魏晋时期经学发展之

一大成果。

杜预，字元凯，京兆杜陵人，是西晋开国元勋之一。官至镇

南大将军，封阳县侯。杜预自称有“《左氏》癖”，其经学成果，自

然多集中于《左氏春秋》方面，有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三十卷、

《春秋世谱》七卷、《春秋解例》十五卷、《春秋左传音》三卷、《春秋

左氏评传》二卷等①，其中以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为代表作。其

特点为，首先，将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按年相配，合而释之，以传解

经，视经为史。其次，他对《左传》中义例的阐发和强调十分突

出。义例分两种，即凡例与变例。杜预在《自序》中云：

“其发凡以言例，皆经国之常制，周公之垂法，史书之旧章。

仲尼从而修之，以成一经之通体⋯⋯诸称：书、不书、失书、故书、

不言、不称、书曰之类，皆所以起新辞发大义，谓之变例。”

其目的为“推变例而正褒贬。” 杜预阐发和强调《左传》之

凡例、变例、正是突出孔子修《春秋》之正王道、备人伦之目的，即

“使乱臣贼子惧”，从而维护王道纲纪及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名

《晋书》卷 《杜预传》。

《春秋左传集解》，见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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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之治的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。

杜预治《春秋》，呕心呖血，用功极深，因而其《集解》精密完

备。他继承了汉末以来《左氏春秋》学兴盛之趋向，在传统之上

又有所开创，使得其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生

命力，得到学术界的认可。在东晋南朝的时期，杜预之《春秋左

氏》列于国学，盛行于南方，后又为唐代官方所修《五经正义》所

采纳。最为重要的是，杜预之学“有清醒的理性主义倾向，而少

汉儒神秘主义色 反映出经学自身发展变化，即向理性化彩。”

的迈进，为儒学之理论化、哲理化做了一定的准备。

三、荆州学派及王弼、何晏之玄学经学

汉末《易》学之发展变迁，出现了重义理、扫繁重的新学派，

即荆州学派。在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地区，学士云集，以宋忠为代

表，他们的经学撰著不拘守汉旧注，其注《易》简约明析，显示出

义理化倾向。而同时，他们都十分重视扬雄之《太玄》，注重探索

天道性命之问。这一学术派别，引起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，受其

影响，许多人开始重视治《易》、研读《太玄》。如魏之王肃“年十

八，从宋忠读《太玄》，而更为之解。”王弼之家学渊源与荆州学

派也有密切关系，因而荆州学派之新学至魏晋时，经过王弼阐

演，而成为玄学化之《易》学，这样，从学术内部嬗变中发展出玄

学经学。当然，这并非玄学产生的唯一途径，玄学的产生，与名

理思潮之兴起、黄老思想之复兴，以及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，也

任继愈：《中国哲学发展史 魏晋南北朝卷》，人民出版社，

《三国志》卷 《王朗传附王肃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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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密切的关系。

玄学经学是以何晏、王弼为代表。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、王弼

的《周易注》是玄学经学的代表作。《论语集解》是何晏与孙

郑冲、曹羲、荀 、诸人，杂采众说，编撰而成，但以何晏为主。梁

皇侃云“：何晏因《鲁论》，集季长（马融）等七家，又采《古论》孔

注，又自下己意，即世所重者。” 因而其中体现了较多何晏自

己的思想。何晏的思想儒道兼综，引入道家思想来阐释儒经，以

老解礼，内道外儒。何晏立论“，以无为本”，认为“无”生“有”，因

而贵“无”，他虽然没有建立起本体论的哲学体系，但已经对本

末、有无问题作了探讨，阐发了自己的见解。

王弼之《周易注》，以古文费氏《易》为底本，一扫汉代象数之

学，援《老》入《易》，，阐述行而上之学，简约明快，前后一贯。他

借助儒家经典，阐发和建立了自己新的哲学理论体系 本体

论。其方法是利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建立本体论的理论体系，

以“无”为本，而将儒家理论道德、纲常名教视为末，主张以“无”

为本，举本存末。虽然勉强容纳了儒家名教思想，但在其理论体

系中处于次要的地位，并不受重视。

何晏、王弼之玄学经学，重在开创玄学体系，借助儒家经典，

而阐发他们自己的思想，其重点不在疏通经义，而在于建立自己

的理论体系，因而体现出更多的玄学，而并非经学成分。

可见，玄学经学虽然以注疏儒家经典的面目出现，但实际内

容却与传统经学大相径庭。它是经学试图建立理论体系、义理

化的探索，是魏晋经学努力寻求发展道路的体现。然而，玄学经

学不能以阐发儒家仁义道德、地悌忠恕等思想为重点，实际已经

皇侃：《论语集解义疏 序》，见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［，清］鲍廷博辑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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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向了经学的对立面，虽在理论方法体系上有所创新，却无法帮

助复兴儒学。

总而言之，魏晋时期儒家经学在衰落中仍有所发展，这是经

学自身进行调整与变革的表现。这一时期经学发展变化的趋势

为：首先，表现为经学注疏中，谶纬神学、灾异等神秘主义的内容

逐渐淡去。郑玄之学还间或引纬书解经，但王肃经学本于古文

经学，以及杜预治《春秋》，均有淡化灾异神秘内容的倾向。其

次，在玄学经学的影响下，经学烦琐章句之学的面貌有所改变，

学者治经逐渐以疏通经义为务，虽然再没有以阐发大义为旨，但

学者注经往往以一种注本为主，参考其他注本，来疏通大义，而

达到明经的目的。这种倾向在南北朝时发展为义疏体经注，有

利用学者对经义之把握，也有利于经义的贯通。此外，这一时期

经学在玄学的影响下，玄学化倾向明显，常常以玄解经，这是经

学在理论化道路上，在方法论上的探索与积累。在魏晋时期经

学虽然衰落不振，但同时也是其自身寻找发展出路、调整以往发

展偏差、为唐代以后儒学的复兴积累经验作准备的时期。

第三节　　　　玄学及其与儒学的关系

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想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是这一

时期最具活力、最具智慧的思想学术，在中国哲学史上，玄学之

理论体系 本体论，在思维水平上超越汉代之宇宙生成论而

达到一新高度。

一、玄学的兴起

玄学的形成与汉末学术变迁、思想解放、士人对现实政治的关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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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试图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努力 。在玄学的发展过密切相关

程中，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：

（一）、何晏、王弼之玄学。他们提出“以无为本”“、以有为

末”的哲学本体论，主张“举本存末”，重视本体“无”，政治上要求

统治者清静无为，同时也不反对儒家名教之治（即“有”），维护封

建统治的君臣名分、等级秩序。但是何晏、王弼的哲学，在总体

上强调“以无为本”，贵“无”，强调道家之无为与自然，这为后来

学者否定名教、主张“任自然”的观点，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准

备。

（二）、阮籍、嵇康的玄学。他们崇尚老庄、崇尚道家“自然纯

朴”，反对虚伪巧饰的儒家礼教，提出了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主

张，是玄学中的激进派。阮籍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当时社会政治

理实不满的情绪，其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思想“、薄汤武而非周

孔”的激烈言论，都是针对司马氏的虚伪的儒家说教而发，是他

们“济世之志”无法实现的怨愤的表现，从而也成就了一代通脱

放达之风气。

（三）、西晋中后期的玄学，包括裴顾、向秀及郭象，这一时期

是对玄学发展方向的修正。裴顾著《崇有论》，以崇“有”来纠正

贵“无”派发展为虚无放达的倾向。认为“无”不能生“有”“，有”

是自生的。其目的在于维护儒家名教的社会权威，反对通脱、放

达、不遵礼教的社会风气。向秀及郭象通过其《庄子注》，进一步

发展了玄学理论，特别是郭象，继承和发了裴頠“有”自生的思

汤用彤：《汉魏学术变迁与魏晋玄学的产生》，载《中国哲学史研

究》 唐长孺：《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》，收入《魏晋南北朝史论

丛》三 年，联书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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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，提出“万物独化”之论，即“有”是惟一的存在，万物“块然而

生”，而且都“自足其性”，有其独特的“自性”，其生生化化都是独

立自主的，因而万物独化于玄冥之间。郭象在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

的关系问题上，认为“名教”即“自然”。他认为儒家名教思想中

的仁义道德、忠恕孝悌，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，服从名教礼法就

是服从人的“自然”本性，因而名教就是“自然”。

（四）、东晋时期的玄学。东晋时期玄学本身的思想发展已

接近尾声，一方面，张湛将何晏、王弼之贵“无”论与郭象的自生

独化之崇“有”论调和起来注《列子》，反映出东晋玄学在贵“无”

与崇“有”之间的调和及玄学本身的衰落；另一方面，玄学与传入

中国的佛教思想，主要是般若空宗之学结合，以玄学老庄之

“无”，来解佛学般若之“空”，玄佛合流。其代表人物为道安、支

遁、僧肇等。佛教之般若之学得到极大发展，出现了“六家七宗”

之盛况。其中以道安的本无宗、支遁的即色宗、支愍度、竺法温

的心无宗最为著名。

二、经学在玄学展中的作用

首先，玄学的产生及发展总与儒学经学相关联。玄学产生

的思想动因之一是儒学的危机，即经学的衰落。同时，从玄学产

生的学术渊源来看，玄学的产生也是由经学中新学，即《易》学的

义理化发展而来。前面所述儒学的危机中，指出经学的衰落，其

表现为经学的谶纬神学化、烦琐化和歧义化，使得儒学严重脱离

实际，无力应答现实社会中本已存在并且仍在不断涌现的难题，

这就促进和推动了儒学思想以外的各种思潮的复兴，玄学正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